
 

 1 

三峡地区二次葬俗的族属与习俗文化探究 

邓辉
1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三峡地区,自古以来,人类文化均有着突出的地域特征。汉代以后,这里的人文丧葬习俗,似乎又回到

了更早时期就存在的集体二次葬的习俗文化中。集体式的二次葬,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似乎是廪君巴人族群的社

会习俗文化。这种葬俗,在峡江及以南的广大区域曾经广泛的存在过。这种葬俗在核心,早期是集体埋葬于一地,汉

至宋多属于一个墓室。它所表现的是原始社会以来,特别是廪君巴人族系,所拥有的原始葬俗,并长期传承不改。进

入汉代直至唐宋时期,廪君巴人后裔中仍然流行,在其墓葬群中仍可见以部落、家族、家庭二次埋葬方式,仍然流行

将多人或是不同时代的骸骨,埋葬于一个墓室之内。二次集体葬的习俗,是本区域里民族习俗传统,沿袭直到宋代以

后才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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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自很早的历史时期开始,居住者的习俗文化里,就存在人亡故后实行二次葬以及多人葬的特

点,一方面是将人骨捡拾后放在一起置于一个石室或砖室墓葬里,有些是多次存放。追溯这种丧葬习俗的历史,峡江与清江区域上

至新石器晚期,以及夏、商、周时期,均存在着集体埋葬的习俗特点。春秋战国时这类葬俗,又是以崖葬更突出。今天的峡江区域

里,汉代至唐宋时期仍然存在将家族成员的骸骨放入早先不同时期修好的石室墓葬里,这种现象在三峡中可谓存在了数千年之

久。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习俗的随葬品跟随时代变迁也在不断地变化。在三峡区域的考古发现里,发现有一批墓葬有集体式的

二次葬的埋葬习俗。但这些墓葬从外貌特点看,是汉代墓葬结构,如用砖、用石块垒砌卷顶墓室,随葬遗物中也是属于这一时期常

见的生活用品陶器或瓷器,更多的是随葬品较少,且多随葬着小件类,如指环、耳环、链珠等,并还使用了筒瓦板瓦一类作为随葬

品,似乎他们的生活中,多注重装饰类的物质文化。笔者早在1984 年春夏时,为了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在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的安

排下,组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个县市的文物工作人员共计十多人,对巴东沿江两岸、神龙溪(那时叫龙船河)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文物调查,并多有墓葬区的发现,如砖室墓葬与石室墓葬等随处可见,有些残存的墓室里,发现有多个个体的人骨放在一个墓

室的情景,但那时因是调查所见,并有未公布的资料留存。近几年来,对于三峡巴东区间的石室墓葬的存在痕迹,多有现场了解,如

总体上多施草木灰填层,而且多是在石室内部进行烧烤的草木灰。使用草木灰,随后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明清时期在棺材内施行

草木灰,也是广大区域里所流行的。可以说,这是历史时期的传承,更是与今天的峡江区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这类墓葬多

属迁移入的二次葬,集体多人合葬一室,且多个时代共一室埋葬,现今发现的主要分布在峡江中的巴东秭归。何以如此?是一个需

要深入研究的历史问题,因此,本文对多人集体式二次葬的人群族属与习俗问题做相关的研究,以期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一、峡江中的二次埋葬遗存 

在三峡地区里发现的二次葬墓葬,脱离了早期历史阶段那样的葬俗特点,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在一个石室里葬有

多人的个体。而这些个体也并非是一个整体,大多呈现捡拾而集合成堆的特点,放置于室内的边侧、后侧、角落,或者是墓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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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别也有在中间的部位。这类墓葬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州、丰都等地也都有发现。但目前所知道

最多的地方是秭归、巴东、巫山一线境内。特别是巴东的发现最多,如在神龙溪内的陈向坪村王家湾,发掘者称,2004 年在这里所

发掘的 7座墓葬中共计有 34人,死者年龄 20岁—30岁左右的8人,30—45 岁左右的22人,45 岁以上的 3人。其中 M8、M10、M11

中所葬的人骨多为二次葬;如 M8葬有 8人。M10葬约有 9个个体,年龄在 25岁—65岁之间,该墓葬中还出有“蘇”字印章一枚。

在 M11 中发现了人牙齿 124颗,可确定为 8个个体。且骸骨多属于小型的堆放,年龄以中壮年为主。这三座墓葬的年代,报告者认

为:约在东汉到三国乃至西晋时期。[1] 

在隔河相对的龙船河雕楼包,发现了两座石室多人合葬墓,那是在神龙溪的里第一次发现,就所报告的内容,M1 石室墓,正南

北向,墓口朝南(见图 1)。M1 中发现了发现了 7 个个体的人骨材料,均是二次葬的形式。从牙齿的嚼面看,有磨损严重者,说明了

年龄较大,应该是老年人;有一般磨损者,这应是中年人;还有磨损不明显者,这应是年轻人。M2 同属于南北向,其室内所发现的人

骨成堆状分布,共 9 个个体,其中还保存有 8 个不完整的头骨,墓中心的位置上纵向放置着两堆人骨,且堆放较规矩,头向东北,另

外的人骨则以东北角为多,其随葬品中以绳纹瓦片为主。[2] 

 

在巴东江边的义种地,2001 年由武汉市考古所发掘,也发现了多人合葬一室的情况,主要有M2、M4、M5。 

M2 石室墓葬,处在发掘区的东部,发现发掘时已残,前半截仅存有墓底,后半截还存有一部分,曾用石块平铺过地面,但保存不

多;卷顶早已不存。从发掘过及出土的遗物中,可知 M2下层平面及遗物有两次埋葬的过程,因分为上层与下层埋葬着。 

在下层发现了 4个人头骨,编号为 a4、a5、a6、a7,出土文物16件,所出土的遗物中,其中两件较完整的高领盘口壶保存比较

好,是巴东境内不多见的精品之一。在发现的钱币中,有五铢、剪边五铢等。上层因扰乱而保存差,但出土了宋代的遗物。 

M5 为石室券顶墓葬,墓室保存较为完整,但券顶的前半部分早已被揭不存,其墓底系开挖后未另行平整,墓内的填土为红褐色

土夹石块,经发掘,墓室的垒砌后壁部分塌入室内,经清理,该墓室中共计发现了 12 个人头骨及其少量的肢骨(无指骨类),主要是

缘着墓室的东北侧边缘排放着。该墓葬中文物不多,主要为小件。墓室通长为 6.2 米,宽 2.2 米,深 2.8 米,墓道长 1.6 米,宽 1.1

米,室内长 4.9米,宽 2.2 米。文物主要有陶罐 1件、手镯 2件、戒指 1件、耳环 2件,以及珠饰、玻璃饰件、钱币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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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坪所发现的一批墓葬,多已不见人骨的存在,仅仅在HM1 中,发现了约有 5具人骨,报告中说:HM1 为石室墓葬,葬式、葬具有

木棺和陶瓮棺,木棺朽坏不存,仅在墓室中部发现漆皮痕,当为木棺朽坏所遗留。陶瓮棺 4件,瓮内均有残朽人骨,集中放置于墓室

东北角。墓底中部有朽骨两小段,内葬骨架应为 5具,葬式不详。
[4]
 

在黄家梁子则发现了两座有多人埋葬在一个墓室内的现象。 

在西瀼口发现的东汉时期墓葬中(见图 2),其发掘的 M3中发现了 4个人骨架,有男 1,年龄在 30岁左右,女性 3,约有 30—35、

55—60岁和 60岁以上。发现的砖文字有“永元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黄杮作牢”字样,报告者认为少一个“作”字,但从拓文图中可

见,本文认为有这个“作”字,这也是西瀼口一带少有发现的。 

 

在六朝时期的 M1墓葬中,发现了 4个人骨,年龄最大者在 50—55 岁以上,另外还发现了铁棺钉多枚。在M10 中发现了 3个以

上人骨个体。[5] 

在巴东墓子湾的 M3中,发现了成堆人骨,约有 5个个体。 

在孔包河的发掘中,所发现的 M105 砖室墓葬是一座较大的墓葬,长 8.30米,宽 2.33 米,残高 2.45 米,墓底不见有铺地砖。在

室内发现了 6个个体的人骨,初步鉴定,为 2个男性、4个女性,年龄多在 25—50 岁。
[6]
 

在巴东茅寨子湾的发掘中,M4 这一砖室墓葬全长 7米,宽 2.4 米,高 2.7 米,在墓内散见 7个以上的人骨(个体以头骨计算)。
[7] 

在雷家坪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所发现的唐代 M5 墓葬里,共发现 5 个个体的人骨,1 号(头向东)为男性,2 号头向东,为女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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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二次葬,为男性;4号仅见头骨;5号头向东(2018 年 8月于马骔岭村发掘期间的见闻日记)。 

近年来,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东与巫山相交的长江南岸边的高岸边的马鬃岭村的 9、10 组地内,也发现了一批砖、石

室墓葬群,墓顶被破坏,大多是残存,目前仍发掘了十多座。这批墓葬所在地就今天看来是湖北巴东,而在历史上或许是巫山,虽两

地标示有明确的界线,却是当地的传统分割。所发掘的墓葬区域,更多在巫山一侧。在石室墓葬内,埋葬多个的个体人骸骨,与巴

东各地的发现相同,即在一个墓室内,埋葬着多个个体,并且多是成堆放置。而且在这些墓葬的底部,均有用火烧烤过的痕迹特点,

过火后的灰烬痕迹与烧烤后的地面堆积柴草后的痕迹均清晰可见。如此看来,使用草木灰铺填墓室内,影响到后来在棺木内置放

草木灰,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久远的。而汉代以来峡江区域的痕迹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8] 

在秭归庙坪的 M25 墓葬中,在一个长 5.2 米、宽 2.84—2.88 米,共计合葬了 7 人,前室有 2 人,后室 5 人;后室内的一棺鲜红

的漆皮尚存,长 1.98 米、宽 67—76 厘米,高 22厘米。[9]表明有较为独特的人物存在。 

在柳林溪汉代墓葬中,于 M4的石室墓葬中,由于室内的严重扰乱,也至少发现了 2个个体的人骨,但年龄等已不明。在M10 石

室墓葬中,人骨至有两个以上。从图上来看,其铁质棺钉所放置的位置来分析,似乎应有 7个左右的个体存在,而就人骨来看,也是

分成小堆状的,可见,所发现的棺钉就是不同木棺所用的。
[10]
 

在秭归蟒蛇寨的汉晋墓葬中,如属于晋墓的 M15中,在墓道口与墓室内多处发现了散乱的人骨,似是多人的合葬墓。[11] 

在台子湾遗址的 III 区的发掘中,于 M5 中发现了较多的人骨,报告中说“墓内葬具不存,但有木器腐烂痕迹,估计原应有木

棺。墓内人骨较多,堆放相对零乱,但仍可大致分辨出至少有 8个个体的人骨,骨骸残损严重。8具骨架堆大多居于墓室后端,1具

居于墓室正中。居于正中者保存略好,略可分辨出仰身直肢葬式,其他数具内架堆放较零乱。在 IIIM5中人骨较多,初步估计至少

有 8 具人骨,居于墓室底端正中为仰身直肢葬式,其余几副人骨保存较零乱,似经过一定的处理。[12]可见,考古发掘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晚期到汉魏六朝以来的墓葬材料中,多人合葬是这一区域里一种习俗特点。当然,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相比多人合葬与汉

魏六朝时期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改良。但在这一区域里发现的这些葬墓,仅仅是现存中的少量,也仅是我们描

述中的少量,其大多数的墓葬被破坏,所以在考古材料里,能见到这些难得的实物材料,本身也是三峡区域里民族习俗得以保存的

幸事。 

近些年,武汉大学贺诗伟教授发现了峡江中的一个墓室内有多个不同时代的遗物存在,表明这是典型的多次性的埋葬过程。[13]

他将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遗物进行排队,在巴东汪家河的墓葬中,发现了 A、B、C三组遗物同埋于一起,而在 M2中,则是 A、C、E、

F、G、H等不同阶段的遗物在一起,而 M4中,第二层人骨共 4具,属于成堆放置的特点,有头骨与数根肢骨,从遗物中探知其年代的

不同。而这类现象在巴东等地是普遍存在的,且与来凤仙人洞崖葬的内容相似,即是多次不同时代的人埋入一个洞室。 

二、文献史料中的姓氏人群 

在三峡地区,汉魏六朝时期的古人是那些呢?我们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中可见: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巫

蛮许圣等以郡税收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

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巫蛮在那些地段呢,从历史

地理来看,大约是在三峡中段的北部地区,应包括了今天的神龙溪流域。朝廷正史中的记载,表明当年巫蛮的反抗活动声势大,人

数众多。 

《巴郡太守张纳功德叙碑》(《汉隶字源》卷一、《隶释》卷五、《东观汉纪》卷三十一)中说:东汉末年的巴郡(汉灵帝中平

五年,公元 188 年)是“朐忍蛮夷,滔夭蠢动,乘虚唐突,(阙五字)忿(阙)斯怒,爰整干戈,虎(阙二字)耽,搏则有获,群丑慑怖,绝迹

幽窜”。从碑文中可见朐忍地方的群蛮活动,这个蛮,本文认为就是统称的巴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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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姓纂》卷八引盛弘之《荆州记》说:“建平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

这个建平的信陵县,就是今天巴东县境的沿江一带,而巴东又是税姓比较集中的地区。前几年巴东的考古发现,于张家坟发现了属

于东汉时期的税氏家族墓葬与墓志碑文。其中有文记载:“元和四年正月三日,南郡秭归道囄里税少卿、少阳共作是(室)三丈五,

冢举高丈三尺,广丈二尺,功二月五日乃成。贾值钱二万五千。”[14]元和四年为东汉章帝时期,即公元 87 年,具体的墓葬地点,则

位于今天巴东的轮船码头上方。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在吴蜀之战中,“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

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十一月也。”黄初元年(公元 222 年),刘备率大

军入吴西界,“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15]。 

在两晋时期,建平郡统辖有八县:即巫山、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宋书·荆雍州蛮传》载有:大明

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这一区域里的少数

民族中,朝廷曾封赠了不少的蛮夷“邑侯王”一类的民族首领,如《南齐书·蛮传》中载有:晋大兴三年(公元 320 年),建平夷王

向弘、向瓂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

所谓建平,就是那时的建平郡,其地在今之巫山,其所辖区内的属县则有兴山、秭归、巴东、建始、恩施等地。而夷王当属于少数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就考古材料而言,20世纪的六十年代,于恩施的三岔乡就曾发现过“晋蛮夷归义侯”金印一枚,该印

现存武汉市博物馆。邓少琴先生研究巴人文化时说“重庆市博物馆曾得到一件羊钮方寸金印,汉篆阴文有‘汉归义賨邑候’六字,

篆文朴茂,绝非赝品,是地方文物中极富有研究性之珍品。……查 1935 年《云阳县新志》卷 22,知此印为清光绪中(1890年前后)

于云阳县南境双河口夹沟坝出土”[16]。在巴东的茶店子,发现有“虎牙将军”的银质印章,恩施柏杨坪九根树发现的“吴率夷中

郎将”银质印章等,都与当时少数民族有关,而此少数民族,最有可能的就是与向、田、冉、覃姓等有关。这些印章的发现,无疑

表明了当地的民族属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较之中原地区,他们仍被称之为蛮夷。而在《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

中载有:“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人欲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

余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

可轻至。”这陂湖,就我们今天看来,当是今日之利川平地内,古代这里是以湖泽沼池地为其特征;汉魏六朝时这里仍然是最为发

达的江南高山上的最大湖泽,唐代之后,其地开发成农田的速度加快。其地附近为少数民族地区,朝廷则称之为恶蛮之区。 

南北朝时期,居于三峡以南地区的巴人及其后裔们,在朝廷的称谓中,又被称之为以地域划分的蛮民。而这些蛮民与后世土家

族的关系及最为密切。当然,这些蛮民此时在称谓上较之前代则也有了许多的不同,如“蜓人”,最早记载见于秦嘉谟辑补《世

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三国时,这里就有“蜓人”居住着。晋时,这里是巴蜒人的重要活动区域。他们与三

峡及五溪地区很早就有往来,一直是他们的生存生活区。蜒人的活动,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活跃。《梁书》卷 17《张齐传》载:天监

十年(公元 511 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抄断江路,攻破金井”。《周书》卷 49《蛮传》则载在三峡地区“有冉氏、向氏、田

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祟树,僭称王侯,屯居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北周明帝时冉令

贤、向五子王攻陷白帝。“天和初,诏开府陆腾率军讨斩之,蛮众大溃。”(《通典》卷 187)其后陆腾移信州于白帝,又以涪陵、

巫县、秭归这些峡中的要险之地,筑城置防,以震慑峡江中的“蛮蜒”族群。吴永章先生研究认为:“蜒人的族属为廪君蛮,其部

落人数众多,并能擅称王侯,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蜒人长于水上生活,称雄三峡天堑,即是证明。蜒人之得名,殆与此有关。

需指出的是,南北朝峡中的蜒人与隋、唐以后的岭南蜒人无渊源因袭关系,岭南蜒人应属百越民族。”[17]可见廪君族群一直是峡

江区域文化的传承者。 

三、习俗文化的历史延续 

上述考古发现的材料与史料中记载的集体式的二次葬地范围,主要是今天的长江三峡及其上游至涪陵以下的长江干流及其

支流河,另外也包括清江流域,这些河流是这一地域古代文化产生的重要发源地。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高林密、深山峭

壁、溪流峡谷纵横、道路险阻,沿河流有宽谷与平坝盆地;古代人们的艰苦生存,创造了一方古代文明,从而为今天留下了十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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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文化遗产。也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形成了以居住区域为文化特点的习俗文化,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文化融合成为

区域历史演进的动力。社会的变革,促使新的文化不断产生,旧的文化不断消逝,从而保存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域性文化。三峡地

区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文化而言,积淀更为丰厚,而有些旧习俗的文化总是在新文化里有所体现,有些还保留了历史的特点。 

长江三峡地区的文化底蕴深厚,原始文化与夏商时期文化亦十分发达。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峡江区域的各类文化大多受到外

界强势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因素并不单纯,呈现了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面貌。[18]考古学文化的复杂现象,正好说明了三峡区域里人

群文化发展是十分兴盛的。而夏商历史时期以釜类器皿为特征的生活器物显示强劲的发展态势,丧葬习俗所形成的集体的二次葬

模式则长久传承。似乎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成熟时,这时的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秦文化等不同文化于峡江

中融合交流,但那些奉行崖葬(或二次葬)的居民,则仍然传承了更早的习俗文化。这些文化推动着当地社会前进与发展,使其区域

在追随历史的脚步中,又产生了新的文化特色与内涵。 

汉代以来,魏晋、六朝、隋唐时期,峡江区域里的巴(蛮)族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使用改良后的墓葬集体葬,葬俗上仍然

沿用其历史习俗特点,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特点的三峡区域性的习俗文化,这种丧葬习俗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是继承本地新石器

时代晚期以来的葬俗。今天的峡江区域,所发现的集体葬习俗,最早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仍流行于清江中。[19]汉魏六

朝,二次的集体葬习俗文化在追随中原文化时,在三峡地区广泛流行并长期延续,那时居住于峡江中的居民,特别是那些利用石块

修成的如砖室的墓葬是多个体进行的二次埋葬,多数二次葬的特点是成堆状放置骸骨,有的在一个墓室内还进行了多次的埋入,

直至宋代均如此。随着民族融合加快,峡江区域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这说明习俗文化的传承很难改变,也说明有此习俗的民族

曾长久地居住于此区域。使用这种习俗的民族群体,我们认为是廪君族体后裔巴人为主。 

汉魏六朝历史时期虽说改“巴”称而以“蛮”称,但在唐宋以来的文人认为此地旧有的人文风俗仍多有保存,因此在他们的

记载中仍称为“巴”。而我们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与发现中,对这一区域里古老的文化特点较过去有了更多了解,其中有许多文

化事象值得深入研究。而多人次的埋葬于一个墓室里,为何到宋代仍依然存在?又是何人如此?为何一个墓室里长期进行多期埋葬?

仅考古发现而言,有砖、石室墓葬如此,且保持有千余年之久,如若加上清江中最早的发现,则超过了数千年,但这些发现并未引起

研究历史文化者应有的重视。当然,在发现发掘这些墓葬时,有些现象多属于残存,如不同时代的遗物混杂,最初没有人关注或关

注不够,而这些现象如果不是现场关注,则就很快消失掉了。随着现象的增多,而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历史角度看,现存的集

体二次葬材料,在清江中早期的桅杆坪遗址中就有发现,年代约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且一直到两周时期的清江区域仍存,我们认

为这是清江与三峡区域里原始的集体葬的开始与发展期。[20]随后有一些时间不见这类遗存。汉代之后,特别是峡江区域里,这种

利用砖、石室墓集体二次葬则又多了起来。有的一个墓室里,不仅埋葬多人,并将多个时间段人体骸骨埋入于一室之中,这种现象

过去没有考古学发现,人们的研究还没有涉及这种现象,考古工作在峡江展开之初,对这种现象也一时无法认识。有些遗迹现象的

损耗大,发现时多属残存,故多有放弃。这种葬俗不但是古代民族的习俗文化,也是与廪君巴人历史不可拆分的,否则,于清江腹地

考古所发现的石家河晚期至夏、商、两周历史时期的集体二次葬的材料就无法解释。而峡江中汉代兴起的砖、石室墓葬,至宋代

时,仍有将捡拾的人体骸骨或是多人埋入于这类墓室内。这种习俗文化的保存,可称之为巴人的传统,认定这种葬俗是其族属习俗

的历史传承符合区域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 

近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从清江流域到峡江区域,二次集体葬俗长期延续保存,这并不是偶然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两

周,再到汉代至唐宋,二次集体丧葬习俗从一地埋葬到一室埋葬,并未脱离集体葬。可见二次集体葬俗根深蒂固,只要没有外来的

干涉,就会恢复本来面貌,这在峡江中的汉魏六朝时期墓葬文化上有充分表现。当然这种恢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新的环境

下,从墓葬结构到随葬品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于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的特点问题,少见或是不见有共同埋葬的现象,是没有发现?还是这时的习俗改变?笔者认为:这一

时期,巴与楚的关系十分紧密,从遗址文化到墓葬文化,都趋附于楚文化的特点,同时也是大力发展农耕生产的时期。而那些居处

于山野中的,则多使用原始的岩葬,而今考古发现的岩葬墓中,多有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物埋葬在一起,这绝非偶然,当是其习俗

传承的结果。例如在来凤酉水仙人洞的发现中,就是多个不时期的人骨埋葬于一个洞室内,且都属于二次葬的特点,其葬具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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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升斗形、木箱式等,上至汉代、下到宋代。[21]这种习俗文化的主体人群,笔者认为,主要的是巴人的后裔群体,他们的埋葬习

俗在战国时有追随楚俗的特点。但这种习俗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随着楚文化在此区域的消失,巴人的社会制度回归于羁縻制度

下,似乎原始的习俗文化,更适合于此区间生活的方式。对这支人群考古发现,可以看到重庆开州余家坝、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

溪、湖北巴东红庙岭等沿江地带里常常有巴人墓葬文化。他们在与他族的交往中,习俗文化亦随之跟进,到战国中晚期,早已被楚

文化所融合,所以采取农业民族里最常用的埋葬方式——土坑葬。如果我们单从墓葬型制来看,单人土坑、仰身直肢的墓葬,早已

看不出来与楚墓葬的差异,但从文化内容中,还是可见一些巴楚用器上的差异。这批人,曾是巴人文化的上层主体,在历史长河中,

其中有部分融入了汉文化中;而另有一部分下层群体,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居于稍偏僻的地方;在我们的考古学材料里,如巴东

马骔岭的墓葬群与三峡地区强宗大姓似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早就居住于这一区域的以巴人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自汉代以后,又

逐渐形成了新的较强大的民族集团,并长期活动在峡江区域,也就是文献里常常提到的“蛮民”或者“蛮族”,其大者“万家”、

小者“千户”的向、冉、覃、田等姓氏族,直至唐宋后,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从墓葬的特点看,“三峡地区丧葬习俗在接受‘汉制’的过程中,还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性。……东端最快,西端其次,中部最

慢”[22]。历史文献中有:“夷、诞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23]这也正好说明了三峡区域里的文化特点。 

文献中的三峡地区,自汉历唐,这里主要是巴人(蛮诞人)的活动区域,是早期廪君族群发展演变的后裔,他们保留了古代集体

葬的习俗文化,这是最古老习俗的传承。廪君族系(巴人)长期居于三峡及其相近邻的地方,直至演变为土家族,在这个漫长的历史

发展中,丧葬习俗文化的传承是最具说服力的,上行下效数千年不改,从石家河文化晚期到两宋。可见历史上的民族习俗文化一旦

形成,它的影响力确是根深蒂固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今天才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他们文化存在的成因,

探究他们的历史。就汉魏六朝时期而言,有姓氏姓名可考的蛮帅,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有建平蛮向光侯,明帝泰始

(465—471)年间有巴建蛮向宗头,到北周时(557年)时有向镇侯、向白虎、向五子王、田乌度、田唐、冉令贤、冉伯犁、冉安西、

冉三公、冉祖熹、冉龙骧等。
[24]
 

“氏族最可信和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祭祀,同各家有各家的祭祀一样。若详细地研究他们所崇拜的是何方的神,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崇拜的是一位成了神的祖先,而祭祀之处,就是坟墓。”同时,“没有家庭就无所谓祭祀,换言之,家庭就是一

种宗教联合,祭祀是家庭的首要使命。家庭包含了婚姻,以确保繁衍,以及祭祀得以永久地承传”。[25]在峡江中所见到具有汉区墓

室特征的集体二次葬,是家庭式的祭祀承传,也是家族部族的集体埋葬一地;今天的考古发现与清理中,在一个墓地里有大量二次

葬俗的墓葬内容发现,提供了探究部族、家族、家庭的可能。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这些二次葬墓的族属是廪君族群的习俗传承。廪君族群在夏商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习惯也

在跟随着历史的步伐而改变。对于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人认为在三峡地区的物质文化考古内容中,很难见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内容。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长久的固守成规是不可能的事情,总是要学习与借

鉴的。如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蛮族,在三峡地区那么的强势,而在生活资料中,几乎不见有他们的习俗用品,我以为这是对其他民

族的生活资料和生活器皿的借用。但在他们的一些遗物中,经细心观察,也会发现与本民族有关的生活用品,如釜一类的生活器

具、装饰类物件较多等,这应当是根深蒂固的习俗文化传承。 

其实,峡江区域的集体式二次葬,在文献资料中,有提出是以廪君为主要族体后裔的一些记载:如《世本》记载:“廪君之先,

故出巫诞。”《通典·南蛮传上》:“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元和姓纂》卷八引盛弘之《荆州记》中有:“建平君

信陵县有税氏,昔蜀王栾君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他们与廪君族系共居于长江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中,

这税氏居于巴东地方,有东汉章帝的元和四年的碑文可证,其墓葬为石室墓,墓内虽说有盗扰,但有多人合葬的共性,税氏在今天

的巴东一带地方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二次集体葬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存在与延续,表明这里久居的巴民族的文化是根深蒂固长

期存在的,也还见葬俗文化对居住者的影响力深厚,如果没有大的动荡,很难改变他们的习俗,峡江中长久不衰的民族历史文化格

局是地理与民族的根基。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快,历史上的民族习俗改变属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而峡江区域的集体式二次葬

习俗,是依随历史格局而发展变化的,究其历史根源,我认为与廪君族系巴人有着最为紧密的历史源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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